
Legal Traditions of the West and China
《中西法律传统》

2023 年 第 4 期（总第 27 期）

172

论道德恐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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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本文中，大卫·加兰德对道德恐慌的概念及其社会学应用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文章认为，随着这一

术语的流行，其某些微妙之处和力量已经丧失。文章强调了弗洛伊德式和涂尔干式的道德恐慌，并解释

了这一概念所涉及的认识论和伦理问题。作者将道德恐慌的动态与文化冲突的动态进行了对比，指出这

两种现象都涉及群体关系和地位竞争，并显示出不同的结构和特征。文章最后将道德恐慌置于社会反应

社会学中一个更大类型的概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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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恐慌”的概念不仅对社会学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在社会学中，它催生了一个道德恐慌研

究的子学科——而且对文化辩论的语言以及记者和

政治家的实践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任何关于社会

问题或社会风险的公开对话中，“社会反应实际上

只是道德恐慌”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说法。在一

个夸大其词的时代，大众媒体经常聚焦在一个制造

焦虑的问题上，并对其大肆渲染，消极、退缩的反

击效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很难怀疑这个词已成

为公共辩论标准曲目的一部分。正是斯坦利·科恩

*原文发表信息：David Garland，On the concept of moral panic，4（1）Crime Media Culture9-30（2008）．本文翻译已获得

作者授权。正文后的“notes”作为注释放到了页下，特此注明。本文的较短版本于2007年3月9日晚在英国科学院的一次讨论

会上与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一起发表。该活动的录音可在http://britac.studyserve.

com/home/default.asp获得。感谢保罗·洛克（Paul Rock）、大卫·唐斯（David Downes）、迈克尔·韦尔奇（Michael Welch）

和约克·杨（Jock Young）的评论和建议。感谢格雷琴·菲尔特斯（Gretchen Feltes）和艾莉森·麦金（Allison McKim）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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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ley Cohen）的经典研究［1］为我们的大众媒介

世界提供了这种基本的辩论手段，这种对夸张和歇

斯底里的势力说“不”的方式；但如果科恩没有在

1972 年引入这个词，那么其他人就有必要发明它。

在成为文化政治中的一种修辞手法之前，“道

德恐慌”是一个严格定义的社会学概念，最初是在

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基于扎实经验而又

一语道破天机（Relentlessly）的理论著作《民间魔

鬼与道德恐慌》［1］（一个标题，两个有价值的新

概念——比我们许多人在一整本书中处理的还要

多）中发展起来的，而我将在这里重点讨论的正是

其社会学用法。在简要描述了它所指的一系列现象

之后，我将对道德恐慌概念及其应用进行一些观察

和分析。

一、道德恐慌现象

那么，道德恐慌究竟是什么呢？它涉及哪些方

面？是什么导致了它？它又会造成什么后果？科恩

的书于 1972 年首次出版（30 年后又出了第三版），

对该术语进行了以下介绍：

社会似乎不时地受到道德恐慌的影响。一种情

况、一个事件、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出现，被定义为

对社会价值观和利益的威胁；大众传媒以程式化、

刻板化的方式呈现其本质；编辑、主教、政治家和

其他有正义感的人把守着道德防线；社会认可的专

家宣布他们的诊断和解决方案；各式各样的应对方

式不断进化或（更常见的是）被诉诸；然后，这种

情况消失、沉没，抑或恶化、变得更加明显。有时

恐慌的对象是虚幻的，有时恐慌的对象已存在很久，

却突然出现在聚光灯下。有时恐慌会很快过去，被

遗忘，只停留在民间传说和集体记忆中；有时却会

产生更严重和持久的影响，并可能改变……法律和

社会政策，甚至改变社会对自身的认识。［2］

科恩在这里没有确切地说出“恐慌”的确切含

义，但他显然意识到了它的传统用法。《牛津英语

词典》将恐慌定义如下：“突然而过度的惊恐或恐

惧感，通常影响到一大群人，并导致为确保安全而

做出的过度或不明智的努力。”

道德恐慌分析的另一部经典之作——《管控危

机》——提供的定义也强调了这种不均衡、夸大和

恐怖的性质，但是这里强调的是过度夸张的社会反

应的共识特质，即使这种共识是经过滤并具有戏剧

性的：

当官方对一个人、一群人或一系列事件的反应

与实际威胁不成比例时，当警察局长、司法机构、

政治家和编辑等形式的“专家”以几乎相同的措辞

感知威胁，并似乎“异口同声”地谈论犯罪率、诊

断、预测和解决方案时，当媒体的表述普遍强调“突

然和戏剧性”的增长（涉及的数量或事件）和“新

奇性”，超出了冷静、现实的评价所能维持的范围

时，我们认为将其称为道德恐慌是合适的。［3］

当看到道德恐慌时，我们应如何予以辨别？

关于道德恐慌的标准文本确定了这一现象的五个

关键特征：（1）担忧（一些报道的行为或事件引

发焦虑）；（2）暴行（肇事者被描绘成民间魔鬼）；

（3）共识（负面的社会反应是广泛而统一的）；

（4）不相称（行为的程度或构成的威胁被夸大）；

（5）波动性（媒体的报道和相关的恐慌突然出现，

但也可能迅速消散）。［4］

这是一个有用的总结，在随后的研究中也产生

了影响，但我认为它忽略了对科恩提出的概念的意

义至关重要的两个要素：（1）社会反应的道德层面，

特别是伴随这些事件而来的内省的灵魂探索；以及

（2）认为有关越轨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症状的。

正如科恩在其最初的案例研究中强调的那样，“社

会守护者”的反应总是超越眼前的问题，将其与其

他令人不安的不适症状联系起来。他们说：“不仅

仅是这个……”，然后又提出相关问题和更广泛的

影响。这两个要素——道德层面和症状特质——合

在一起很重要，因为它们指向了潜在扰动的本质；

即某些社会行动者对既定价值体系正受到威胁的焦

虑和担忧。这种对珍视的生活方式岌岌可危的恐惧，

是科恩对道德恐慌及其本质和起源的论述的核心。

实际上，道德恐慌的社会学发现了群体关系和地位

竞争的错位政治。

［1］S．Cohen，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The Creation of the Mods and Rockers，Oxford：Martin Robertson，1972．

［2］S．Cohen，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3rd edn），Routledge，2004．

［3］S．Hall．C Critcher T．Jefferson J．Clarke and B．Robert，Policing the Crisis，Macmillan，1978．

［4］E．Goode．N Ben Yehuda，Moral Panics：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Blackwell，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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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纽约时报》2007 年 2 月的一篇报道［1］，

它具有道德恐慌报道的所有特征，并非常清楚地显

示了这些特征。这也表明了政客们已经在多大程度

上学会了识别道德恐慌的过程，并努力控制其后果。

这篇报道的标题如下：“最新消息！伦敦南部青少

年死亡！令人不安的英国！”

2 月 16 日，伦敦。目睹公众的悲痛并伴随着一

阵自我反省，周五，英国领导人对最近发生的一系

列枪支犯罪表示惊愕。这些犯罪已造成 5 人死亡，

其中还包括一些在家中被枪杀的十几岁左右的年

轻人。

尽管一些政客将流血事件描述为严重的社会不

安的迹象，但首相托尼·布莱尔拒绝接受有关杀戮

反映了英国年轻人中更广泛危机的说法。

本周，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一份被广泛报

道的联合国报告称，与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许多同

龄人相比，英国年轻人的社会状况更差。

布莱尔首相承认枪击事件令人发指，但他坚持

认为人们不应该反应过度：让我们谨慎应对。这场

悲剧并不是对英国社会状况的隐喻，更不是对英国

青年状况的隐喻。

该报告接着说，“这些杀戮震惊了许多英国人”，

并引发了人们对枪支流行、快克可卡因和贩毒团伙

成员之间的美国式地盘争夺战的担忧。报道援引最

近一名受害者的父亲的话说，“他们现在持枪的方

式令人难以置信”。但这些事件之后敲响的警钟超

出了谋杀案的直接事实，“这引发了一场关于英国

社会某些部分是否正在失控的痛苦辩论——首相布

莱尔试图避免这种印象”。

他会的，不是吗？但是，反对党发言人艾伦·邓

肯却毫无顾忌。在第二天《每日电讯报》报道的一

份新闻稿中，邓肯先生宣称英国需要被“重新文明

化”，并对枪击事件背后的社会危机做出了以下

诊断：

在欧盟内部，英国拥有最多的超重人群、最冷

漠的选民、最严重的能源浪费、最大的色情成瘾者、

最暴力的人群以及最多的可卡因使用者。

似 乎 这 样 的 控 诉 还 不 够， 他 接 着 说 —— 用

一份堪比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作品的中国百科全书的清单：

我们的孩子过敏最严重，酗酒最多，入室盗窃

最多，哮喘患者最多，语言能力最差，早产儿最多，

器官捐献者最少。权威已经崩溃。

斯坦利·科恩［2］在其著作第三版的引言中指出，

“成功的道德恐慌归功于他们能够找到与更广泛的

焦虑产生共鸣的点”。显然，邓肯先生尽了自己最

大的努力来建立联系。

相比而言，保守党领袖大卫·卡梅伦更为谨慎，

但他也将这些事件描述为症状，指出“父亲缺席”

和“家庭破裂”是问题的“核心”［1］。在这一点上，

他似乎抓住了公众的情绪。正如《卫报》的一项民

意调查所表明的那样［3］，80% 的选民同意家庭破

裂和缺乏家庭管教是枪支文化发展的部分原因。

《纽约时报》［4］的文章接着指出，尽管媒体

报道和公众焦虑与日俱增，但警方的数据表明，谋

杀和枪支犯罪正在减少。［5］尽管如此，警察局长

伊恩·布莱尔呼吁赋予警方更多的权力，比如对

携带枪支的年轻人强制判处监禁。这些新权力的目

标——处于反应中心的“民间魔鬼”——当然是暴

力、毒品交易、市中心的黑人青年，这些对于《管

控危机》［6］的读者来说再熟悉不过了。

总的来说，这一集体的强烈抗议、自我反省和

社会反应——以一种令人不安的青少年越轨行为为

［1］Alan Cowell，Latest Death of Teenager in South London Unsettles Britain，The New York Times，2007，February 17．

［2］S．Cohen，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The Creation of the Mods and Rockers，Oxford：Martin Robertson，1972．

［3］Glover．Julian．Alan and Travis，Teenage Gang Shootings Blamed on Family Breakdown，Poll Reveals，Guardian，2007，

February 23．

［4］Alan Cowell，Latest Death of Teenager in South London Unsettles Britain，The New York Times，2007，February 17．

［5］关于谋杀率的下降简化了一幅相当复杂的画面。尽管去年英国的谋杀率有所下降，但过去二十年的大趋势是谋杀

案不断增加，20至24岁的下层年轻男性是最常见的受害者。枪支谋杀有所增加，但仍远不如勒死或刺伤等其他手段的谋杀常

见。参见 D Dorling，“Prime Suspect：Murder in Britain”，in P．Hillyard，C．Pantazis，S．Tombs，D．Gordon and D．Dorling

（eds）Criminal Obsessions：Why Harm Matters More than Crime．Crime and Society Foundation，2005，pp．23-38．

［6］S．Hall，C．Critcher，T．Jefferson，J．Clarke and B．Robert，Policing the Crisis，Macmillan，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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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描述了一种典型的道德恐慌。也许比斯坦

利·科恩 40 年前所描述的那个类型更有自知之明

和自省精神，在政治上也更具争议性，但在其他方

面，则无疑是该类型的一个典型例子。

（一）道德恐慌的类型

刚才描述的英国枪支犯罪事件是一场“经典”

的道德恐慌，它包含了科恩首次分析这一现象时所

确定的每一个要素。但随后的研究表明，道德恐慌

的形式和规模多种多样，他们所称的越轨行为的形

式及其对社会的后续影响也是如此。也许值得停下

来谈谈这些形式以及关注焦点的变化。

道德恐慌的强度、持续时间和社会影响各不相

同。有些是短暂的小插曲，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除了参与者之外，谁现在还记得 20 世纪 50 年代英

国泰迪男孩（Teddy Boys）引发的警报［1］？另一些

事件则是改变大众生活和整个社会格局的重大的、

决定性的发展：16 世纪和 17 世纪欧洲的猎杀女巫

事件［2］或 19 世纪英国对“国家衰落”的焦虑［3］就

是很好的例子。它们可以是孤立的爆发，比如 20 世

纪 80 年代末洛杉矶高速公路枪击案的短暂恐慌［4］，

也可以是一个系列的一部分，每一集都在前一集的

基础上发展。针对毒品泛滥［5］和虐待儿童的恐慌［6］

具有这种累积性，“意义的螺旋”［7］增加了持续

关注的叙事中每一个新转折的意义。

道德恐慌所针对的问题可能是严重的，也可能

是微不足道的，或者是凭空想象出来的。问题的暴

露程度通常与它所引起的反应关系不大。摩登派和

摇滚乐队现在看起来无伤大雅，街头抢劫或持枪谋

杀则大不一样。20 世纪 90 年代初袭击英国的撒旦

仪式虐待儿童恐慌，就像现代早期的政治迫害一样，

似乎完全是妄想，但其影响是真实的，比如现在还

有人因此事在狱中服刑［8］。

上一段中的短语“暴露程度”掩盖了一个认识

论问题，后者总是影响社会问题及其认知。严格地

说，问题的“程度”从来都不是简单地“揭示”出

来的。就像问题的性质、原因或后果一样，它也是

一种需要争议和集体协商的属性。在某些情况下，

这些问题永远存在争议。在其他情况下，根据广泛

认同的解释和或多或少的确凿证据，围绕这些现象

的性质和程度会形成一定的共识。

道德恐慌在近因和发展模式方面也各不相同。

它们可以是自发的草根事件，可以是由当地参与者

及其焦虑无意识地驱动的——就像克莱顿市对摩登

派和摇滚乐队的恐慌一样，也可以是为了商业或政

治利益而故意策划的。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和莎拉·桑顿（Sarah Thornton）［9］描述

了酸浩室（Acid House）唱片制作人如何竭尽全力

引起人们对在狂欢活动中使用摇头丸的道德恐慌，

以期为他们的产品吸引媒体关注和免费宣传。通过

震惊老一辈以引起公众关注并吸引更年轻一代时髦

观众的策略贯穿了整个现代摇滚音乐史，从比尔·黑

利（Bill Haley） 和 猫 王（Elvis Presley） 到 滚 石 乐

队、性手枪乐队和玛丽莲·曼森。如果商业上人为

制造的道德恐慌是无害的，那么它们在政治上的类

比——如 20 世纪 30 年代希特勒焚烧国会大厦或 20

世纪 20 年代的季诺维耶夫信件——则会产生更致

命的后果。

道德恐慌所涉及的社会反应既可能是一致的，

也可能是充满分歧的。比如在科恩最初的案例研究

［1］G．Pearson，Hooligan：A History of Respectable Fears，Macmillan，1983．

［2］H．Trevor-Roper，The European Witch Craze of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Harmondsworth：Penguin，1967．

［3］G．Stedman-Jones，Outcast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es in Victorian Socie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4］Joel Best，Random Violence，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5］C．Reinarman and H．Levine，Crack in America，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6］I．Hacking，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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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社会守护者”对海边骚乱的回应是一致的。

而在本文提及的英国枪支暴力的案例中，政客和评

论员的反应以及在他们试图强加给事件的解释框架

上则分歧很大。（稍后我会指出，在当代社会中，

一致的、无争议的社会反应似乎越来越罕见）。

至于因果关系，可能因道德恐慌的性质和焦点

而异，但研究文献反复强调了与这一现象相关的一

系列松散的因果条件。促进条件包括：（1）哗众

取宠的大众媒体的存在（历史学家认为道德恐慌

事件主要发生在 19 世纪中期及之前［1］，因此，

也许只需要一个有效的集体沟通渠道即可避免）；

（2）发现某种新的或迄今未报告的越轨行为；

（3）边缘化的局外人群体的存在，适合被描绘成

“民间魔鬼”；以及（4）已经被激发和敏感化的

公众。至于诱发原因，文献表明，这些原因与社会、

经济或道德秩序的转变有关。对现有等级制度的

威胁；地位竞争；社会变革对既定生活方式的影响；

以及先前存在的控制结构的崩溃——这些是最常

见的表面恐慌的深层根源。埃里克森（Erikson）［2］

关于新英格兰清教徒猎杀女巫的研究；霍尔（Hall）

等人［3］关于 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的抢劫恐慌的研

究；威廉姆森（Williamson）［4］关于 19 世纪 90 年

代美国南方私刑的研究；以及加兰德（Garland）［5］

关于 20 世纪末英国和美国的犯罪综合体的研究，

都提供了例证。

（二）民间魔鬼及其与道德恐慌的关系

科恩的分析清楚地表明，道德恐慌往往与恐慌

的对象——“民间魔鬼”——有一种互动关系。后

者通常是越轨行为的放大，由于媒体的关注和社会

控制的增加促使原始的越轨行为受到强化，甚至增

强了其对潜在越轨者的吸引力。哈金（Hacking）［6］

将其描述为一种“循环效应”，即社会反应与被反

应的事物相互作用，从而导致后者的转变。正如科

恩［7］在其著作第三版的引言中所承认的那样，社

会反应的这种塑造效应——正如哈金所描述的“制

造和塑造”的过程——受制于经验变化，并不总是

导致“放大”。根据背景、力量平衡、互动状况，

以及参与者的持续选择，道德恐慌的出现可能导致

相关越轨行为停止、放大或完全改变（例如，道德

恐慌反应有时对福利申请者、单身母亲、非法移民、

艾滋病患者、男同性恋等群体产生一定的组织、动

员和政治化的影响）。

科恩没有强调的是，（我认为这一点在科恩最

初的分析中是隐含的，而在霍尔（Hall）等人的《管

控危机》［3］中则更为明确）一个特定的越轨者群

体之所以被选为“民间魔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它所具有的特征使它成为一个合适的屏障，社会

可以将内疚和矛盾的情绪投射到这个屏障上。沃特

尼（Watney）［8］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4］分别

描述了这一否认和投射的过程，前者讨论了 20 世

纪 80 年代初社会对艾滋病的反应，后者分析了 19

世纪 90 年代在美国南方出现的“黑野兽强奸犯”

这一民间魔鬼。

这种无意识的否认和投射的一个生动例子是反

复出现的以恋童癖性犯罪者为中心的当代恐慌。正

如 2007 年的电影《身为人母》（Little Children）

所清楚表明的那样，目前对虐待儿童者的恐惧和厌

恶似乎与对疏忽养育的无意识内疚以及对现代文化

“性化”的普遍矛盾心理有关。道德恐慌的对象并

［1］J．Davis，“The London Garrotting Panic of 1861：A Moral Panic and the Creation of a Criminal Class in Mid-Victorian 

England”，in V．A．C．Gatrell，B．Lenman and G．Parker（eds）．Crime and the Law：The Social History of Crime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500，1980，pp．190–213．Europa；G．Pearson，Hooligan：A History of Respectable Fears，Macmillan，1983；

Adler J S．“The Making of a Moral Panic in 19th-Century America：The Boston Garrotting Hysteria of 1865 ”，（17）Deviant 

Behavior 259-278（1996）．

［2］K．Erikson，Wayward Puritans，John Wiley，1966．

［3］S．Hall  C．Critcher T．Jefferson，J．Clarke and B．Robert，Policing the Crisis，Macmillan，1978．

［4］J．Williamson，Crucible of Ra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5］D．Garland，The Culture of Control，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6］I．Hacking，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7］S．Cohen，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3rd edn），Routledge，2004．

［8］S．Watney，Policing Desire：Pornography，Aids，and the Media，Methuen，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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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随机选择的：它们是文化替罪羊，其越轨行

为之所以如此强烈地震惊旁观者，正是因为它与

个人恐惧和无意识的愿望有关。在集体噩梦中，

就像在个人梦境中一样，一个特定的替罪羊的出

现是由预先存在的冲突所决定的。道德恐慌分析

的最佳成就在于将这些参与和焦虑变得有意识和

可理解，并表明它们是如何导致相关抗议的（正

如保罗·洛克（Paul Rock）所观察到的［1］，许多

道德恐慌分析的相应弱点是，未能提供证据证明

这些背景焦虑确实存在，而正是这种反应——而

不是人们所反应的越轨现象本身——实际上促成

了相关道德恐慌的出现）。

我已经指出了道德恐慌的政治用途，还需强调

的是，大众媒体通常是这些事件的主要推动者和

受益者，因为它们制造的轰动——一种集体的兴

奋——有利于卖出报纸，娱乐读者，并随着故事的

推进、发言人的站队和越轨现象本身的发展，产生

更多的新闻和评论。事实上，在对这一想法的早期

讨论中，约克·杨（Jock Young）［2］指出，商业媒

体有“制造道德恐慌的制度化需求”。因此，媒体

倾向于“煽动公愤”和“制造”道德恐慌以产生新

闻，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并引发关注。

（三）道德恐慌的生产力

最后，我们应该提到道德恐慌的生产力。这些

事件推动了生产。它们产生影响并留下了遗产。想

想霍尔的论述［3］，关于对“抢劫”的恐慌如何开

始了向法治社会的偏移，或者美国对毒品的恐慌如

何推动大规模监禁的建立［4］。过去 10 年中反复发

生的性犯罪恐慌推动了一种侵入性的监督、约束和

监禁机制，而公民自由问题几乎没有阻止这种机制。

正如《管控危机》一书的作者所言：“在我们看来，

道德恐慌似乎是意识形态共识的主要形式之一，

‘沉默的少数派’通过这种方式支持国家采取越来

越多的强制性措施，并为‘超乎寻常’的控制提供

了合法性。”［5］

道德恐慌往往看似昙花一现，但是随着时间的

推移，其累积效应可能会造成社会分化，重新分配

社会地位，并建立监管和控制的基础设施，这些基

础设施在最初的事件发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持

续存在。因此，詹姆斯·马龙（James Marone）［6］

认为，在美国，有限政府的意识形态通常会阻碍国

家机构的扩张，而道德恐慌则一再催生了一种具有

重要意义的被动式国家建设。马龙认为，在一个宗

教色彩浓厚的“地狱之火”国家，由于对酒精、性

交易和毒品的有害影响的强烈抗议，非同寻常的“罪

恶政治”导致了政府监管和全国执法的加强，而这

是通过正常的政治程序所无法实现的。

然而，我们在这里需要小心，以免过多地归因

于“恐慌”，而过少地归因于对潜在问题的理性反

应——尽管从经验上来说，这两者往往很难区分开

来。以虐待儿童现象为例，正如伊恩·哈金（Ian 

Hacking）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近几十年来持续

被强调、概念化和解决的社会问题。社会和政府对

虐待儿童现象的累积反应，在我们的社会中建立了

一种全新的怀疑、监督和控制制度：

虐待儿童已造成了世界性的差异。孩子们从上

学的最初几年起就通过视频接受有关教育。电视和

电影也都一直有相关题材。按照匿名嗜酒者协会的

模式，为施虐者设立了支持和忏悔小组。共同依赖

运动牢牢地抓住了虐待的问题。到 1985 年，一些

城市——例如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的反虐待积

极分子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建议男性永远不要

在公共场合接触儿童；如果有非亲非故的孩子受到

伤害，在以任何方式提供帮助之前，请确保有一位

［1］P．Rock，Untitled paper presented at a symposium to mark the retirement of Professor Stanley Cohen，LSE，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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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Young，“The Role of the Police as Amplifiers of Deviancy”，in S．Cohen（ed．）Images of Deviance，

Harmondsworth：Penguin，1971，pp．27-61．

［3］S．Hall，C．Critcher，T．Jefferson，J．Clarke and B．Robert，Policing the Crisis．Macmillan，1978；S． Hall，

Drifting into a Law and Order Society：The 1980 Cobden Trust Lecture，Cobden Trust，1980．

［4］D．Garland，Mass Imprisonment：Social Causes and Consequences，SAGE，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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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的目击者在场。［1］

然而，如果把这种新的管理制度完全归咎于“道

德恐慌”，那就大错特错了。与“撒旦仪式虐待”

的幻想不同——这种幻想似乎完全基于未经证实的

说法，涉及“虐待”儿童（通过忽视，虐待，精神、

肉体或性的暴力等）的更世俗的做法都是真实存在

的，而且一旦被揭露出来，无论有没有歇斯底里的

呐喊和夸大其词的报道，无疑都会引起人们的谴责

并努力加以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最初的道德恐慌

可能会吸引公众的注意，迫使问题提上政治议程，

但潜在现象所揭示的特征已足以解释随后的社会

反应。

（四）道德恐慌与文化冲突

最近的学术研究［2］强调了当今社会共识反应

的相对稀缺性，以及反对声音在媒体和公众领域的

重要性。20 世纪 60 年代初，当科恩描述的事件发

生时，一个相对团结的机构和一个狭隘的大众媒体

可能会给人一种统一的公众反应的印象。自那以后

的几十年里，公众可以访问的媒体逐渐增多，再加

上另类青年媒体的出现，反对危言耸听说法的反专

家的存在，以及愿意代表被攻击的“民间魔鬼”发

声的活动家的存在，使双方一致表达担忧的情况变

得更加不同寻常。

公众表达的条件和可能性的变化引起道德恐慌

本质上的转变，后者已从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恐慌（涉

及社会和越轨群体之间的纵向关系）转向更类似于

美国式的“文化战争”（涉及社会群体之间的横向

冲突）。如果情况确实如此，这表明英国在这方面

可能越来越接近美国。在美国，很难找到任何公众

广泛同意、没有反对声音的公共问题。种族、宗教

和地区分歧无处不在，这些分歧由身份政治助长，

并通过公共媒体表现出来，这导致了大多数社会或

道德问题都会引发明显两极分化的反应，即使政治

和经济辩论的范围并不大。

毫无疑问，美国有时会发生真正的道德恐慌，

亦即广泛认同的社会价值观受到某个反常群体行为

的干扰，对虐待儿童的恐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这种情况比起道德危机、象征性政治和文化战争

要少得多，在这些情况下，特定的社会群体参与道

德政治，以重新分配社会地位，并宣布一种优于其

竞争对手的生活形式。约瑟夫·加斯菲尔德（Joseph 

Gusfield）［3］ 等社会学家和詹姆斯·马龙（James 

Marone）［4］等历史学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详细的

描述［5］。

如果道德恐慌确实已经从共识转变为冲突性的

文化战争，那么相关行为的意义和价值将更具争议

性，争议群体之间的权力平衡也会大打折扣。道德

恐慌的对象有时会有能力抵制越轨身份，以维护他

们行为的社会价值和规范性，而不是成为面对公众

愤怒无能为力、被迫停止，或接受强加给他们的污

点身份的民间魔鬼。在后一种类型的道德冲突中，

一群旁观者表达的愤怒并没有引发公众恐慌，而是

引发了行为受到质疑的“民间魔鬼”的挑衅（同样

愤怒）反应。最近的冲突涉及同性伴侣和同性婚姻、

非法移民和法律改革、或穆斯林妇女在学校应否戴

头巾等问题，开始于道德恐慌，结束于政治上有争

议的文化战争。这表明上述动态可能受到规范和越

轨群体地位变化、媒体扩散和政治分裂等的影响。

最后，最近的学术研究［6］也强调了道德恐慌

的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被人们所熟悉，因此，参

与者现在比以前更加自觉和深思熟虑。媒体对道德

恐慌的处理也变得常规化和可预测。游戏规则都是

众所周知的。玩家们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升级或

［1］I．Hacking，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2］A．McRobbie and S．Thornton，Re-thinking Moral Panics for Multi-mediated Social Worlds，46（4）British 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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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6．

［4］J．Marone，Hellfire Nation．Yale，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

［5］D．Garland，“Rethinking the Symbolic-instrumental Distinction：Meanings and Motives in American Capital 

Punishment”，in A．Brannigan and G．Pavlich（eds）Governance and Regulation in Social Life：Essays in Honour of W．G．

Carson．Routledge-Cavendish，2007．

［6］K．Thompson，Moral Panics，Routledge，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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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级，而媒体则本能地评论自己的做法，通常会以

故事的形式报道。因此，在我引用的关于伦敦枪支

暴力的例子中，大卫·卡梅伦和艾伦·邓肯正在追

求最大化战略，试图煽动恐慌、泛化问题，并将公

众的强烈抗议塑造成符合他们自身目的的事件。与

此同时，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却在呼吁大家

保持冷静，努力“保持客观”，寻求本地化而非泛

化，希望在淡化问题的同时不被视为“与民众经验

脱节”。与此同时，媒体评论员——比如《每日邮

报》的梅兰妮·菲利普斯（Melanie Phillips）［1］——

评论了上述言论，并谈到了“可预测的恐慌迹象”。

在另一种情况下，专栏作家西蒙·詹金斯（Simon 

Jenkins）［2］讽刺了媒体的标准恐慌过程——他称

之为“疯狂的宣传病”，他嘲笑其“煽动的歇斯底

里”和“喧嚣”，并呼吁公众在面对令人震惊的报

道和高谈阔论的专家时保持批判性的态度。自娱自

乐的媒体倾向于自我讽刺式的哗众取宠，在敲响警

钟的同时也指出自己的危言耸听，再加上之前讨论

的新的抵抗可能性，至少与三四十年前的报道情况

相比，今天的道德恐慌的动员力趋于弱化。

二、道德恐慌概念的用途

作为一种社会学观点，道德恐慌的概念比人们

通常想象的更像涂尔干式和弗洛伊德式。它的精神

分析方面——恐慌的症状特征、“民间魔鬼”建构

的投射性质、这些过程背后的社会和心理冲突——相

对简单，不需要进一步阐述，但是值得强调的是它

的涂尔干维度，因为这些维度有时会被忽视。科恩

理论中的涂尔干元素不仅与道德恐慌的边界界定有

关——在这方面，道德恐慌是涂尔干［3］的越轨反应

理论的延伸——尽管是以神经质的形式出现，而且

还与道德恐慌时刻通常表现出来的“集体兴奋”有

关。人们需要牢记道德恐慌事件释放出的兴奋和能

量，以及这些正义谴责的集体浪潮所产生的快乐——

即使对反应对象而言并非如此，对参与者和旁观者

而言也是如此。毫无疑问，大众媒体和政治阶层在

制造恐慌的过程中不断投入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每

当大众被激起强烈的愤怒情绪时，就会释放出情感

能量和集体兴奋，以及这种能量提供的所有机会。

在其标准用法中（尽管不是科恩最初的用法），

我们倾向于强调道德恐慌事件所涉及的夸大的社会

反应，并将重点放在从夸大的反应中受益的行动者

和机构上。这并不奇怪，因为道德恐慌概念植根于

激进的互动主义者对社会控制的批判，并且考虑到

它作为诋毁过度热心的执法和道德保守主义的批判

工具的持续价值。这种对权力、利益和自利操纵的

关注往往掩盖了这一概念的道德和心理内涵——在

我看来，这对它的意义至关重要。我现在将通过讨

论道德恐慌概念的起源、用途，以及使用恐慌框架

的观察者对这一概念所持的态度来阐述这一观点。

（一）起源

正如科恩在《民间魔鬼与道德恐慌》［4］第三

版的引言中指出的那样，“道德恐慌”一词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社会反应理论，尤其是对媒体在

刻板印象和歪曲越轨行为中所起作用的关注以及对

此类报道可能导致越轨行为螺旋式上升的看法。英

国新一代的越轨理论家，包括约克·杨［5］（在他

1971 年的研究中，警察是吸毒越轨行为的放大器）、

斯坦利·科恩［6］（1972 年对摩登派和摇滚乐队的

研究）和杰森·迪顿（Jason Ditton）（在发展他关

于“控制论”的思想时［7］），都采用了莱斯利·威

尔金斯（Leslie Wilkins）［8］的“越轨行为放大模型”，

［1］M．Phillips，A Criminal Absence of Will，Daily Mail，2007，19 February．

［2］S．Jenkins，Forget Bird Flu：Mad Publicity Disease is Much More Scary，Guardian Unlimited 14 February，2007，

Available at：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story/0,2012646, 00.html．

［3］E．Durkheim，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Free Press，1982．

［4］S．Cohen，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3rd edn），Routledge，2004．

［5］J．Young，“The Role of the Police as Amplifiers of Deviancy”，in S．Cohen（ed．）Images of Deviance．

Harmondsworth：Penguin，1971，pp．27-61．

［6］S．Cohen，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The Creation of the Mods and Rockers，Oxford：Martin Robertson，1972．

［7］J．Ditton，Controlology：Beyond the New Criminology，Macmillan，1979．

［8］L．Wilkins，Social Deviance，Social Policy，Action and Research，Tavistock，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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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埃德温·莱默特（Edwin Lemert）［1］和凯·埃

里克森（Kai Erikson）［2］等人所主张的符号互动主

义思想，发展出一种理论（即标签理论——译者注），

强调社会控制可以通过心理调整和自我实现的社会

行动的互动过程导致越轨行为的加剧。

这些都是道德恐慌概念最直接的理论起源，当

然我们还可以在社会学上追溯到更久远的过去。［3］

但是科恩和他的同事们在工作中形成的这一观点也

有一种可以称之为文化渊源的东西，后者源于 20 世

纪 60 年代年轻社会学家们的特有社会态度，比如科

恩、约克·杨、迪顿，以及他们在全国越轨会议上的

同事们。这是一种时髦的、欣赏越轨行为的参与者和

观察者的观点，他们在文化上往往更接近于越轨者而

不是控制者，他们认为刑法是一种错位的镇压形式，

至少在它适用于吸毒或亚文化风格的软性越轨行为时

是这样。面对保守派当局对越轨行为的无知、不宽容

和不必要的镇压反应，这些社会学家制定了一种标准

的批判性对策，即用批判来对抗压迫性的社会反应。

他们的批评一般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他

们指出一个由错误的焦虑引发的经验性错误，比如

“异性恋社会反应过度”，他们暗示，“这个问题

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威胁也小得多。放松，

不要惊慌，这里没有人受伤”。第二个方面在性质

上更规范，更关注社会反应的形式，更批评其道德

化、评判性的立场：“真正的问题不是越轨行为，

而是你对道德化的强制性需求。要更加宽容，更加

开放地对待差异和多样性。忘掉你那不合时宜的道

德吧。放松，不要恐慌，这里没有人做错事。”“道

德恐慌”一词——在其典型用法中既是一个概念，

也是一个口头禅——完美地捕捉到了这些反应，巧

妙地浓缩了分析和态度。

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像科恩和杨这样的标

签理论家大多谈论的是越轨行为、轻微犯罪和“无

受害者”犯罪，而不是核心犯罪。他们对夸大的道

德反应的批评主要针对浅层现象，如软性毒品的使

用、性变态和青少年犯罪，而不是谋杀、强奸或抢劫。

因此，当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及其同事将“道

德恐慌”一词应用于英国“抢劫”引发的社会反应

时——也就是，应用于城市中的街头抢劫，而这会

导致暴力、恐惧和身体伤害——他们将这一分析推

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举动很快招致了批评，

尤其是来自犯罪学家沃丁顿（P．J．Waddington）［4］

的批评，他不仅对霍尔等人对抢劫统计数据的分析

提出了质疑，还对他们对暴力犯罪事件及其受害者

痛苦的适当道德反应的判断提出了质疑。

尽管存在这些批评，但是道德恐慌分析的吸引

力在 20 世纪 70 年代对许多犯罪学家来说是如此强

大，以至于其揭露真相的态度经常被泛化，它成了

一种驳斥实际犯罪率正在上升或公众应该感到不安

全的说法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录在案的犯

罪率继续上升，这种激进的立场被“法律与秩序”

的保守支持者嘲笑为与公众经验脱节，对危险罪犯

过于宽容。到 20 世纪末，一群左翼犯罪学家，正

是由约克·杨（可能是第一位在其发表的作品中使

用“道德恐慌”一词的作家，尽管没有后来在科恩

的著作中接受的概念性阐述）为首，提出了一种截

然不同的立场，他们称之为“现实主义犯罪学”或“左

派现实主义”［5］。杨将这种犯罪学描述为建立在“严

［1］E．Lemert，Human Deviance，Social Problems and Social Control，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67．

［2］K．Erikson，Wayward Puritans，John Wiley，1966．

［3］保罗·洛克指出，斯坦利·科恩的概念在某些方面与美国社会学中流行的观点相似（参见Paul Rock，Untitled paper 

presented at a symposium to mark the retirement of Professor Stanley Cohen，LSE，London，2007）。比如德雷贝克（Drabeck）、

昆兰特里（Quarantelli），以及杰拉西（Gerassi）关于“伪灾难”的讨论（参见T．Drabek，and E．Quarantelli ，Scapegoats，

Villains and Disasters，Transaction 4：12–17，1967；J．Gerassi，The Boys of Boise：Furor，Vice and Folly in an American City．

Seattle，WA：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5/2001）以及贝斯特对“城市传说”的讨论，引用了几项早期研究，报道了各

种集体歇斯底里和谣言引发的反应。（参见 J．Best，and G．Horiuchi，The Razor Blade in the Apple：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Urban Legends，32（5）Social Problems 488-499（1985）．

［4］P．J．Waddington，Mugging as a Moral Panic：A Question of Proportion，37（2）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45-259

（1986）．

［5］R．Kinsey，J．Lea and J．Young，Losing the Fight Against Crime，Blackwell，1986；R．Matthews，and J．Young，

Confronting Crime，SAGE，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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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对待犯罪”的禁令之上。正如他后来所写的：

［左翼现实主义］是对左翼和自由派评论中主

流趋势的批判，这些评论淡化了犯罪问题，谈论了

媒体煽动的道德恐慌和对犯罪的非理性恐惧。

当一个概念看起来特别有力或具有启发性时，

往往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随着其使用越来越普遍，

越来越随意，其最初应用的谨慎性和准确性被遗忘

了。分析服从于态度。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的一段相对短暂的时期里，这一术语陷入了意

识形态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越轨和反应、犯罪和

控制的社会意义不仅在犯罪学辩论中，而且在国家

政治中都成了重要的利害关系。［1］［2］

（二）行动者、观察者和怀疑者

尽管媒体进行了反思性的评论，政客们也明知

故犯地加以利用，但是道德恐慌一词几乎总是在观

察者的范畴之内，而不是参与者的自我描述，至少

在他们参与时不是这样。这是一种归属（Ascription），

一种归因（Attribution），一个局外人贴上的标签。

该标签坚持认为，它所描述的反应行为是不恰当的、

判断失误的、缺乏分寸的。人们必须假设，以这种

方式描述其行为的人并不相信他们自己陷入了道德

恐慌，相反，他们通常会对这种描述提出质疑。从

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个负面标签，它应当适用于

那些致力于给别人贴负面标签的人，是分析者对社

会反应力量的报复。

将标签归因于他人的行为，将社会反应描述为

道德恐慌，这不仅意味着对行为的经验性的判断，

还意味着分析者的反对立场，一种特定的取向。道

德恐慌研究者的主要态度不是超然的现实主义、理

性主义，甚至只是就事论事的经验主义。这是一种

怀疑的态度——一种不相信的态度，一种拒绝接受

或拒绝跟随的态度。如果说道德恐慌有时带有宗教

狂热，甚至是老式的原教旨主义，那么揭露他们道

德恐慌的任务就落在了怀疑者、不可知论者和不信

教者身上。

在许多情况下，这种非道德怀疑论的所有工作

就是揭露和驳斥。大多数关于道德恐慌的新闻写作

都采用这种模式。但在科恩或霍尔等社会学家的作

品中，允许最初的怀疑态度让位于另一种态度——

一种更具分析性、更具解释性，更优或更具诊断性

的态度。回想一下，这种归因是一种“恐慌”，

而不仅仅是一种错误或误判。从这个意义上说，分

析者指出的不仅仅是一种过度反应，而且是一种神

经质行为、歇斯底里、精神病理学，并暗示着产生

道德恐慌的潜在冲突，而道德恐慌正是这种冲突的

表现形式。当系统地遵循这一分析线索时，就能深

入了解汇聚在一起导致恐慌爆发的潜在过程。通

常，一个完整的诊断解释将在象征意义（为何这个

怪物被解释为民间魔鬼，具有这些特定的内涵和联

想？）、社会关系（为何是这个群体，为何是这些

利益，为何在这个地方？）和历史时间性（为何在

这些事件之后？为何在这个时刻？为何在这个时

期？）的层面上运作。《管控危机》以其分层的

解释框架和多维度的实证调查，在这方面堪称典

范——尤其是在其范围和雄心，以及对英国走向法

治社会的预测性见解方面。

三、道德恐慌概念的局限性

道德恐慌分析经常受到批评［3］，但这些批评

并没有削弱这一概念的价值。如科恩所承认的那样，

批评家指出了使用这一概念时分析者应该牢记的问

题和局限性。下面我不想重复科恩已深思熟虑的论

述，只想强调其中的主要关注点。

（一）比例

任何道德恐慌分析的起点都是声称一种特定

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与它所谴责的越轨行为不相

［1］D．Garland，The Culture of Control，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关于道德恐慌分析及其文化背景的精彩讨论，请参阅：J．Young，Slipping Away：Moral Panics Each Side of “The 

Golden Age”，in D．Downes，P．Rock，C．Chinkin and C．Gearty（eds）Crime，Social Control and Human Rights：From Moral 

Panics to States of Denial．Essays in Honour of Stanley Cohen，Cullompton：Willan Press，2007，pp．53-65．

［3］K．Thompson，Moral Panics，Routledge Press，1998．E．Goode，and N．Ben Yehuda，Moral Panics：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Blackwell Pres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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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1］这种不相称的假设立即引发了关于潜在问

题的真实性质和程度的实证争议——“反应真的不

相称吗？还是问题比你想象的还要大？”这里的争

议往往有些棘手，因为衡量的通常不仅仅是实际行

为（有多少抢劫？有多少暴徒？造成多少损失？），

还包括潜在威胁的规模和可感知到的道德危害。

（二）与什么成比例？

测量和评估的困难是实际的，通常可以通过谨

慎使用适当的数据和调查方法来解决。但是，对于

一些批评人士来说，做出可衡量的相称反应的想法

是没有意义的。西蒙·沃特尼（Simon Watney）［2］

等持怀疑态度的相对主义者指出，当社会学家声称

发现一种社会反应不相称时，这并不意味着他或她

是在根据一些严峻的现实来衡量这种反应，而只是

根据他或她自己对事物现状的描述来衡量。在这种

理解的框架中，分析者既没有诉诸自身所掌握的经

验事实，也没有诉诸理性，因此最终只是一场由权

力和利益决定的表象之争。如前所述，这里的认识

论问题如下：关注的对象（问题、越轨、行为）是

否可以客观地为人所知，还是只有各种主观的解释

和表述？如果问题是经验性的，我支持前者的立场。

如果问题是规范性的，那么判断的多元化在很大程

度上是不可避免的。［3］

（三）道德判断

这将我们直接引向道德恐慌的规范性问题，即

道德谴责的要素。虽然社会学家在衡量行为的发生

率、物质损害的程度甚至风险的大小时，可以找到

坚实的基础——或者接近它的东西，但要评估他人

所做道德判断的正当性（Validity）却比较困难。当

有人将某一事件描述为道德恐慌时，总是有可能认

为他或她只是拒绝认真对待那些感到恐慌的人的道

德观点。分析者所认为的歇斯底里的过度反应可能

被参与者视为对一种令人不安的道德邪恶的适当反

应。大众的恐惧可能是有充分根据的，道德上的担

忧可以适当地表达。我们该如何摆脱社会学家的角

色，在道德问题上避免站队，从而在不同道德观点

之间做出选择？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很少读到道德恐慌分析

的例子被应用于那些使用该术语的社会学家共同关

注的潜在道德问题的原因。以菲利普·詹金斯（Philip 

Jenkins）及其著作《超越宽容：互联网上的儿童色情》

为例，该书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分析者的道德判断如

何影响分析。詹金斯写过几本关于道德恐慌的书，

他告诉我们，他打算写一本关于互联网道德恐慌的

书，这本书将揭穿网络儿童色情只是个网络问题的

说法。他的调查使他得出了相反的观点：

我最初认为 [ 儿童色情 ] 在网络上很少见。我错

了。它是一个实质性的存在，而且那里的许多材料

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还要糟糕……想象一下，我

花了十年时间来论证各种社会威胁都被过分夸大了。

现在的我却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尴尬的境地，那就是

试图引起公众对一个被忽视的真实问题的关注。［4］

詹金斯自称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他认为刑法不

应该干涉个人道德问题；但是网络儿童色情太过分

了，超出了他的容忍范围。

（四）错乱反应

概念上的突破引发了针对社会反应现象的研

究——道德恐慌是其中一类，此外还有控制反应浪

潮、法律和秩序运动、零容忍、向下定义越轨行为

等。——社会反应并不完全是由所谓的越轨行为决

定的，这种反应有其自身的动力，可以用它自己的

术语来研究。正如保罗·洛克所观察到的：

“道德恐慌”尤其捕捉到了控制社会反应浪潮

以实现现象学和社会自主权的能力，这使社会反应

［1］正如约克·杨向我指出的那样，对于道德恐慌分析者来说，这种反应被视为“相称”的，不是与被谴责的越轨行

为，而是与被表达的潜在焦虑相称。参见 J．Young，Slipping Away：Moral Panics Each Side of “The Golden Age”，in D．

Downes，P．Rock，C．Chinkin and C，Gearty（eds）Crime，Social Control and Human Rights：From Moral Panics to States of 

Denial．Essays in Honour of Stanley Cohen，Cullompton：Willan，2007，pp．53-65．

［2］S．Watney，Policing Desire：Pornography，Aids，and the Media，Methuen Press，1987．

［3］正如保罗·洛克所指出的，证据和评估方面的问题也同样适用于“潜在的焦虑”，而道德恐慌分析者声称这些焦

虑才是社会反应的真正原因。参见P．Rock，Untitled paper presented at a symposium to mark the retirement of Professor Stanley 

Cohen，LSE，London，2007．

［4］P．Jenkins，Beyond Tolerance：Child Pornography on the Internet，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1，p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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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自己的生命。社会反应似乎独立于它们赖以

生存的现象而发展，但又在其发展过程中塑造了这

些现象。［1］

因此，对道德恐慌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研究议程

的一部分，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这一研究议

程几乎不存在。

但是，如果说社会反应的自主性思想具有解放

性和启发性，那么它也可能是一个陷阱，因为无论

越轨现象多么可能是有争议的和被建构的，也无论

与之相关的社会反应多么脆弱，大多数的社会反应

确实与一些潜在的越轨现象有关（或至少是由这些

现象引发的）。在它粗略的应用中，道德恐慌往往

忽略了这种关系，忽视了潜在的问题，以及受其不

利影响的人的担忧。诀窍在于，不要从绝对区分和

对立（只研究反应，不研究越轨；只研究惩罚，不

研究犯罪）的角度思考，而是从相对自主的角度来

思考，研究社会反应的多重动力，其中可能只有一

部分与正在处理的越轨有关。因此，越轨与社会反

应、犯罪与惩罚之间的联系可能是脆弱的、不确定

的，但它们通常是存在的。

（五）拟人化

在一些批评者看来，认为社会（相对于个人或

人群而言）可以做出歇斯底里、惊慌失措的行为的

观点，似乎是将集体社会过程不正当地地呈现为个

人化的心理过程。早期一些道德恐慌分析在谈论“社

会”和“社会反应”时，存在一种好像它们是无差

别的、统一的和人格化的倾向，而事实上，媒体、

警察、政府和公众中的行动者的活动往往涉及非常

不同的利益和动机［2］。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政治的

分裂和媒体的泛滥，这使得上述拟人化的叙述在当

代文学中既不那么可信，也不那么常见。

《管控危机》［3］一书代表了一种有趣的尝试，

它既声称国家、媒体、统治集团以及广大民众内部

存在利益的多样性和冲突，又声称对抢劫的道德恐

慌可能有助于形成关于“法律和秩序”的、或多或

少统一的“舆论”。在复杂而矛盾的权力关系领域

中产生这种统一表述的过程是这本书关注的一个焦

点，它是在葛兰西（Gramscian）理论的框架内构思

的，该框架重点关注引发这种“自发”公众反应的

意识形态和制度工作。正如作者所言：

关于犯罪现象的舆论并不是随机形成的。公众

态度的觉醒并以巩固和支持已在传播的观点的形式

固化下来，是缩小共识圈、提供合法化的关键。［4］

（六）归因伦理

我较早注意到，“道德恐慌”始终是一个被归

因的术语，通常是以批判的方式从外部归因。尽管

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承认，但在我看来，这种批判

性归因的关系带来了一种可被称为“归因伦理”（An 

Ethics of Attribution）的东西，它塑造了这个术语的

使用，有时也限制了分析者对它的应用。换句话说，

在某些情况下，经验方面的条件似乎会引发有关“道

德恐慌”的分析，但是伦理方面的考虑会使归因显

得不得体，道德上不敏感，或者显得不妥当。这些

伦理因素包括哪些内容？它们是如何影响分析的？

我认为，也许最重要的是规模和强度的问题，以及

对那些受到相关越轨行为伤害的人的考虑。

想想 2001 年媒体和政府对“9．11 袭击事件”

大规模的、有时甚至夸张的反应。这个社会反应的

事件显然符合道德恐慌归因的标准——表现出担

忧、敌意、一致性、不均衡性和波动性，以及明确

的道德层面和生活方式受到威胁的感觉——但是人

们显然不愿意将这一事件描述为道德恐慌。

在“9．11 事件”之后，评论员谨慎地避免将

这种反应描述为道德恐慌，即使媒体、官方和公众

的行为似乎正是这种分析。事实上，该事件发生六

个月后发表了一篇文章［5］，该文采访了诸多“道

［1］P．Rock，Untitled paper presented at a symposium to mark the retirement of Professor Stanley Cohen，LSE，London，

2007．

［2］A McRobbie，and S Thornton，Re-thinking Moral Panics for Multi-mediated Social Worlds，46（4）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559-574（1995）．

［3］S．Hal，C．Critcher，T．Jefferson，J．Clarke and B．Robert，Policing the Crisis，Macmillan Press，1978．

［4］S．Hal，C．Critcher，T．Jefferson，J．Clarke and B．Robert，Policing the Crisis，Macmillan Press，1978，pp．136-

137．

［5］J．Walker，Panic Attacks：Drawing the Thin Line Between Caution and Hysteria after September 11th，Reason Magazine

（March），2002，Available at：http://www.reason.com/news/show/283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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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恐慌”研究领域的社会学家，其中包括乔尔·贝

斯特（Joel Best）、菲利普·詹金斯、埃里克·古

德（Eric Goode）等，他们都谨慎地拒绝了将“道

德恐慌”这个术语归因于社会反应，尽管正如他

们所指出的，它似乎在大多数方面都符合这个

模型。

为什么会这样？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这是

因为所涉威胁性质的不确定性。2002 年初，在飞机

袭击和炭疽中毒事件爆发后，没有人能确定危险的

规模或再次袭击的可能性。但我认为，这种不愿引

用“道德恐慌”概念的主要原因是伦理问题。社会

学家不愿挑战推动社会反应的道德情感。面对如此

强烈的悲痛和恐惧以及如此众多的被害者，他们不

愿意扮演揭穿真相的怀疑论者。至少在我看来，他

们认为“道德恐慌”的归因在分析上是恰当的，但

在伦理上是禁忌。

有趣的是，六年过去了，更多的文章和书籍

陆续出现并做出了归因，将对“9．11 事件”的反

应描述为一场巨大的道德恐慌，而这对那些陷入

压抑性歇斯底里的人来说造成了严重后果［1］。现

在情绪已经冷却，恐惧也消退了，怀疑论的分析

似乎更可行，尽管许多人仍然认为这是可耻和不

负责任的。

我所描述的道德约束在实践中可能并不那么重

要——尽管它们往往会阻止在道德恐慌框架内研究

的重大事件和大规模灾难的社会反应，至少在一段

时间内是这样。更重要的是，这一点揭示了道德恐

慌分析在分析者和被分析的社会行动者之间建立的

关键关系。无论是否有意，道德恐慌分析都带有一

定的攻击性和批判性，这些攻击性和批判性不能完

全掩盖在学术客观性的幌子下。

四、结语：对比与互补的概念

为了使一个概念既有意义又能够精确应用，它

就必须在一个由其他概念组成的网络中运作，并与

之相区别或相对立。道德恐慌概念更广泛的分析背

景是对社会反应的研究，而对社会反应——一组多

样和复杂的现象的总称——的分析显然不止一个概

念。在结束本说明时，我提出了一些对比和互补的

概念，这些概念可用于突出道德恐慌分析的重点和

扩大道德恐慌分析的范围。

（一）否认

一个重要的对比概念是“否认”，这一概念

与道德恐慌在同一总体框架下运作，斯坦利·科

恩曾就这一主题撰写过大量文章［2］。作为一个心

理学概念，否认是拒绝让令人不安的事件进入意

识，但是正如科恩所表明的，否认也具有社会学

维度，可以作为一系列社会实践来分析。在讨论

国家机构或其他权威的行为时，他区分了“字面

上的否认（什么都没发生）；解释性否认（发生

了一些事情，但不是你想的那样）和暗示性否认

（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很糟糕，可以被证明是合

理的）”［3］。如果道德恐慌是一种过度或不相称

的道德反应，那么否认就是不恰当地没有这种反

应。这不是歇斯底里的爆发，而是歇斯底里的（或

故意的）沉默，是一种（有意或无意地）不谈论

令人不安的事件或情节的决心。

如果我们把科恩所描述的这两个方面（即道德

恐慌及其社会反应——译者注）放在一起，那么很

明显，对道德恐慌的研究不应被视为一项独立的事

业，而应该是更广泛的、人们可称之为道德反应社

会学（The Sociology of Moral Reaction）的一个片段。

总的来说，科恩的作品分析了各种类型的社会反应，

追踪了对社会和道德越轨行为的集体反应的连续统

一体。道德恐慌是他在这一领域的首次尝试，代表

了这一连续体的一极。正如我所提到的，这是怀疑

论的一极，强调过度反应、嘈杂的喧嚣和不必要的

道德说教。另一极就是“否认”现象，与前者正好

相反，这一极包括沉默的倾向、反应不足的模式、

［1］D．Rothe．S．L．Muzzatti，Enemies from Everywhere：Terrorism，Moral Panic，and US Civil Society，（12）Critical 

Criminology327-350（2004）；J．Mueller，Overblown：How Politicians and the Terror Industry Inflate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 and 

Why We Believe Them． Free Press，2006；M．Welch，Scapegoats of September 11th，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6．

［2］S．Cohen，States of Denial：Knowing About Atrocities and Suffering，Polity Press，2000．

［3］S．Cohen，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3rd edn），Routledge，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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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想象力的失败。［1］

有趣的是，这种初级的道德反应社会学尚未发

展出任何旨在识别或描述人们可能称之为“道德上

适当的社会反应”的范畴，尽管这种范畴在逻辑上

似乎与该工程（即道德反应社会学——译者注）密

不可分。（科恩将“承认”定义为“否认”的对立面，

但他指的是国家行动者对暴行的承认，这也是该范

畴如此缺乏影响力和道德基调的原因。［2］）事实上，

正如道德恐慌分析的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任何关

于具体反应过度、不相称或恐慌的判断，都隐含着

对道德上适当的社会反应的指导意义。换言之，在

这类作品中，尽管很少有人阐明或辩护，但总是存

在一种隐含的、未阐明的、经过深思熟虑的道德反

应的概念。

科恩在其书第三版［3］序言最后几页谈到“煽

动‘好的’道德恐慌”的文化政治，在这里“恐慌”

一词显得不伦不类，因为恐慌意味着反应过度和不

适当，所以我觉得需要换一个更容易理解的概念。

也许涂尔干所谓正义的、道德化的“强烈的义愤”

概念［4］会更贴切。考虑到先前存在的社会分歧、

对事件的解释和责任归属的争议，以及对批评而非

道德认可的职业偏好，社会学家不太可能找到更多

“道德上适当的社会反应”的实证案例。社会学家

甚至是涂尔干和科恩这样的“道德社会学”的倡导

者也往往更愿意研究越轨案件。但是这一类别的存

在必须在逻辑上被接受，哪怕只是作为分析越轨案

例的启发式手段。

（二）文化创伤

如果说“道德恐慌”概念的提出是为了通过指

出神经质的过度反应或症状性歇斯底里来消解社会

反应，那么它的对立面可能就是“文化创伤”，后

者旨在标明一个深刻的道德事件及其持久的文化后

果。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等人［5］

最近提出了“文化创伤”概念，通过研究引发深刻

道德关注和社会反应的事件，追踪了这些创伤在文

化中留下的伤痕。“纳粹大屠杀”和美国的“奴隶

制”经历就是这一类的事件。“9．11 恐怖袭击事件”

和政治丑闻“水门事件”恐怕也属于这一类。但使

用这一术语并不意味着对社会反应的完整性或相称

性提出质疑。相反，它不可否认地承认有些事件严

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对文化及社会成员的集体生活

造成了创伤这一事实。亚历山大等人［5］这样说：

当一个集体的成员感到他们经历了一场可怕的

事件，这个事件在他们的群体意识中留下了不可磨

灭的印记，永远烙印在他们的记忆中，并从根本上

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未来的身份时，文化创伤就

发生了。

因此，当犯罪学家讨论荷兰提奥·梵高（Theo 

Van Gogh）谋杀案后的社会反应，并争论是否应将

其归类为道德恐慌［6］或文化创伤［7］时，他们在一

定程度上是在评估事件的规模和严重性，以及对其

反应的道德完整性。

（三）风险社会反应

最近围绕“风险”和“风险社会”问题［8］发

［1］在过度反应和反应不足这两个极端之间，科恩在《社会控制的愿景》一文中的重点在于，解决道德错误分类和控制

言论的自欺欺人的不道德问题。参见 S．Cohen，Visions of Social Control，1985，Cambridge：Polity．关于科恩作品两极的讨

论，参见M．Welch，“Moral Panic，Denial，and Human Rights：Scanning the Spectrum from Overreaction to Underreaction”，in 

D．Downes，P．Rock，C．Chinkin and C．Gearty（eds）Crime，Social Control and Human Rights：From Moral Panics to States of 

Denial，Essays in Honour of Stanley Cohen．Cullompton：Willan，2007，pp．92-105．

［2］S．Cohen，States of Denial：Knowing About Atrocities and Suffering，Cambridge：Polity，2000．

［3］S．Cohen，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3rd edn），Routledge，2004．

［4］E．Durkheim，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Free Press，1997．

［5］J．Alexander，R．Eyerman，B．Giesen，N．Smelser and P．Sztompka，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6］D．Downes，and R．van Swaaningen，“The Road to Dystopia：Changes in the Penal Climate in the Netherlands”，in M．

Tonry and C．Bijleveld（eds）Crime and Justice in the Netherlands，Chicago University Press，2007．

［7］W．De Haan，（forthcoming）The Multicultural Drama in the Netherlands，Kriminologisches Journal，2007．

［8］U．Beck，Risk Society：Toward a New Modernity，SAGE，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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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起来的大量文献涉及很多方面［1］，并非所有问

题都与我们在这里的讨论直接相关。但就这些文献

所讨论的风险感知、风险沟通、风险管理，以及风

险的一般政治学和社会学而言，显然与有关道德恐

慌的文献（当然，还有关于灾难的研究文献，这是

科恩第一本著作的重要思想来源）有着重要的重叠

之处。人们可以将道德恐慌与全球变暖、核灾难或

生物危害的威胁所产生的社会反应区分开来，途径

是：一方面，通过我之前讨论的规模和完整性问题；

另一方面，注意到全球变暖等问题往往涉及对人口

健康和福利的风险，而不是对特定群体道德准则的

威胁。道德恐慌涉及的是对道德威胁的焦虑和不认

同，而风险社会的威胁涉及的是对物理危害不确定

性的恐惧。

考虑到这一点，昂加尔（Ungar）［2］等作家试

图在道德恐慌的现象（和相关理论）与风险社会的

文献所涉及的现象之间划清界限：

道德恐慌通常集中在针对被剥夺群体道德缺陷

的社会控制过程上。而风险社会问题往往涉及不同

利益群体对相对棘手的科学主张的争论。

但这种区别可能被夸大了［3］。如果不利用关

于风险和风险感知的新研究来加深我们对道德恐慌

的理解，那将是一种遗憾。例如，关于“主观风险”

和“客观风险”之间的关系问题在风险社会研究中

经过了复杂的理论化［4］，但在道德恐慌研究中却

经常被忽视。我们还可能注意到，尽管风险社会的

反应通常始于健康危险和生命威胁，但它们往往以

质疑特定生活方式的道德性而告终。在这种情况下，

除了所感知问题的规模和我们对其采取的道德态度

之外，道德恐慌与风险社会反应之间可能没什么可

区分的。

［1］D．Garland，“The Rise of Risk”，in R．Ericson（ed．）Risk and Morality．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3，pp．

48-86．

［2］S．Ungar，Moral Panic versus the Risk Society：The Implications of Changing Sites of Social Anxiety，52（2）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271-291（2001）．

［3］M．Welch，Scapegoats of September 11th，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6．

［4］D．Garland，“The Rise of Risk”，in R．Ericson（ed．）Risk and Morality，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3，pp．

48-86．


